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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化作为后城镇化、城乡转型的一种典型的地理空间与社会现象，已经成为学术领域备受关注的热门课题。选取温哥

华唐人街作为研究案例，以揭示反绅士化运动对城市的影响。将温哥华唐人街反绅士化运动划分为3个阶段，分别是：以

抵抗贫民窟清理为目标的反绅士化阶段、以抵抗文化异化为目标的反绅士化阶段、以抵抗生活成本提高为目标的反绅

士化阶段。在此基础上，提出反绅士化运动一方面具有横向巩固联盟、纵向参与加深和灵活的组织机制等特征，另一方

面也有其局限性。最后，从政府引领、贫困补偿和社区建设3个角度对我国城市更新提出可借鉴的启示和经验。

As a typical geographical space and social phenomenon of post-urbanization and urban-rural transformation, gentrification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the academic field. Chinatown in Vancouver is selected as a case study to reveal the impact of anti-gentrification 

movement on the city. First, the anti-gentrification movement in Vancouver is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resisting slum clearance, 

resisting cultural alienation, resisting the increase of living costs. Then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anti-gentrification movement has three 

characteristics: consolidation alliance in the horizontal dimension, deep participation in the vertical dimension, and flexible organization 

mechanism. However, the anti-gentrification movement also has its limitations. Finally, from the three points of government guidance, 

poverty compensation, and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t puts forward enlightenment and experience to urban renewal in China.

绅士化；反绅士化；城市更新；唐人街；温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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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3年5月27日起，伊斯坦布尔民众集聚在塔克西姆广场，抗议政府准备拆除加济公园来兴建商业中心和兵营。该事件源于城市规划问题，后演化为个体对政府的挑战运动。

② “伦敦拯救唐人街运动”表现为一系列的政府与居民的对抗活动。早在2004年，华人积极分子和企业家于就曾发起拯救伦敦唐人街运动，反对将一座大楼改建为

购物中心。2005年年初冲突升级，对唐人街的更新改造计划的极度不满，最终引发了政府和民众的对抗。

③ 2007年4月12日，数百名中国移民在米兰唐人街与意大利警方发生一系列的暴力事件，受伤的警察和华人移民大约20名。这是意大利第一次由人们通常认为的

“沉默社区”组织和发展起来的种族骚乱。

④ 2009年初，南京市推出了大规模危旧房改造计划，南捕厅一带传统民居遭到大规模的破坏，随着居民运动的深入，中央政府、社会媒体等力量纷纷介入，最终使地

方政府妥协，改变了政府对老城南街区的再开发计划。

⑤ 2008年昆明市全面启动城中村拆迁计划，“94号院”是其中的项目之一，居民因不满地方政府强行拆迁行为采取了诸多反抗措施，最终地方政府迫于压力停止该项目。

随着新自由主义城市化思想在西方逐渐

兴起，绅士化作为后城镇化、城乡转型时期典

型的地理空间与社会现象[1]，在西方已经被看

作是今后城市发展的重要策略[2]，成为学术领

域备受关注的热门课题。近年来中国逐渐进入

城镇化的下半叶，以城市更新为标志的城市发

展和转型受到国家层面的关注。党的十九大提

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赶超战略，需要城

市更新创新性发展”，然而在此过程中，地方权

力寻租显现，绅士化势力与民间的利益冲突不

断加剧[3]，反绅士化势力呼之欲出。类似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市加济公园（Gezi Park）事件①、英

国伦敦拯救唐人街运动②、意大利米兰电车骚

乱③等经常占据国外新闻热点的反绅士化事件

在我国也逐步显现；包括南京市“老城南”事

件④、昆明市“94号院”⑤等。作为新的研究角

度，目前国内对于反绅士化运动研究尚少，但

其对丰富国内城市更新的研究视角有着重要

意义。

1   关于反绅士化概念的概述

反绅士化的研究是依托于绅士化而言的。

“绅士化”这一概念由Ruth Glass于1964年提

出，用以描述伦敦内城工人阶级社区被中产阶

级逐渐侵入的现象，而后“全球绅士化”逐步

成为西方奉行的城市复兴运动的指导思想。一

直以来反绅士化与绅士化相伴而生，二者此消

彼长，共同塑造了城市空间[4]。

尽管对绅士化的研究已经持续了较长时

间，但学术界对于反绅士化（anti-gentrification）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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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有统一明确的定义。反绅士化指与绅士化

相反的现象，即在城市中心区复兴过程中中产

阶层替换现象的减慢或者停滞现象，常伴随着

城市空间更新的停滞和周边社区居民发起的

反绅士化运动[5]。目前对反绅士化的研究既包

含可见的部分，如社区运动、城市更新的停滞，

也包含不可见的部分，如城市公共政策的调整

和城市权利的再分配。此外，反绅士化运动过

程可分为日常性对立（如南京“老城南”事

件）和冲突性对立（如加济公园事件、伦敦拯

救唐人街运动）两种，依据其具体的背景和情

景，二者会发生一定程度的转化。Mele[6]认为，

反绅士化的发起对象主要是当地居民组织，常

常针对政府更新计划、大型房地产开发等商业

绅士化行为而产生。Loretta Lees等[7]认为，居

民反对绅士化的本质是为了维护自身生存，即

维护自己避免承受因绅士化产生的生活成本上

升所带来的贫困影响，是为了维护可以支付的

生活成本（affordable life）。

唐人街这个世界性的地理学现象自诞生

之日起，就带有大量种族歧视的意味，目前普

遍面临治安混乱、种族对立、社区衰败、人口流

出、贫穷集中的问题，作为少数族裔聚集区的

代表，唐人街是种族主义的适应性机制[8]。传统

的唐人街常常位于大城市中心区附近，因而与

城市中心区更新交织在一起，也成为城市发展

过程中最为复杂的区域[9]。当前对于唐人街绅

士化的研究普遍集中在阶层替换和空间衰败

方面，缺乏从反绅士化角度对唐人街城市更新

中出现问题的研究（见表1）。

2   温哥华唐人街反绅士化现象的3个阶段

温哥华唐人街是北美第二大唐人街、加

拿大境内最大的唐人街，同时也是北美保存形

态最为完整的唐人街，在北美的少数族裔聚

集区中有极强的代表性。作为世界范围内典型

的移民城市，高昂的土地价值、持续的移民热

潮使绅士化现象在温哥华市范围内持续推进，

但唐人街却是整个城市中绅士化程度最低、反

绅士化现象最集中的区域[14]159（见图1-图3）。

其所在的市中心东端区也是温哥华市低收入

人口的集中地，历来毒品交易、性交易、抢劫

盗窃等治安问题猖獗，成为城市的“心头大患”。

Strathcona社区空间上毗邻唐人街，因居住了较多

华人而被视作为唐人街的延伸空间，常常被贯以

与唐人街相同的印象，即不受欢迎、充满危险、不道

德和不卫生。本文选取温哥华唐人街作为研究案

例，总结其反绅士化过程的演变特征，以期温哥华

市的长期努力为我国旧城更新带来启示和经验。

 温哥华唐人街是1886年大火以后发展

起来的。1923—1947年实施的The Chinese 

Immigration Act⑥使华人迅速在唐人街集中。

1967年加拿大政府颁布的新移民政策推动唐

人街由封闭的华人住宅区向多元的文化旅游

商业街转型，大量富裕华人新中产阶层移民逐

渐迁入位于温哥华市郊区的列治文，唐人街的

华人逐步流出、迅速走向衰败。直至今日，温哥

华唐人街已成为加拿大范围内最贫穷和最封

闭的社区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后，为改变唐

人街一直以来威胁公众安全的形象，温哥华政

府及唐人街社区启动了更新改造计划，逐步加

速唐人街的商业化转型[15]（见表2，图4-图6）。

自排华法案废止、华人权益恢复之后，唐人

街的种族矛盾逐渐弱化，绅士化脚步加快，但具

体建设过程仍受到了强烈的反绅士化阻挠。这

一过程中反绅士化现象可以分为以抵抗贫民窟

清理为目标、以抵抗文化异化为目标、以抵抗生

活成本提高为目标3个阶段（见表3），这3个阶

段与温哥华市的社会、经济和区域政策相结合，

使唐人街的更新改造带有鲜明特色。

2.1   1960s—1980s：以抵抗贫民窟清理为

目标的反绅士化阶段

1929—1947年严格的移民政策使唐人

街和邻近的社区基本没有建设发展，市中心用

地紧张、中产阶层居住税基丧失、住房环境恶

化和贫困人口集中，这些因素都加剧了唐人街

表1  国外关于唐人街反绅士化的主要研究及其观点总结
Tab.1  Main research on anti-gentrification in Chinatown and summary of viewpoints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图1  温哥华唐人街区位图

Fig.1  Location of Chinatown in City of 
Vancouver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2  唐人街、Strathcona社区及东端区位置关系示意图

Fig.2  Location of Chinatown, Strathcona and the East End in 
City of Vancouver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学者（年份） 主要观点

Leeman Jennifer, Gabriella Modan
（2009）[10]

华盛顿唐人街的绅士化主要产生于企业对中国文化、语言和
建筑的商品化，由于中产阶层游客和居民的迁入，导致社区
生活成本激增、大量原住民被迫搬走

Chan Kwok（1986）[11] 1980 年代蒙特利尔唐人街的绅士化和再开发剥夺了华人居
民的生存空间，以便为省级、联邦和私人发展项目让路

Nicola Montagna, Panos 
Hatziprokopiou（2012）[12]

通过研究伦敦“拯救唐人街运动”和米兰唐人街“电车骚乱”
后提出两次居民自发的反绅士化运动都是为了反对高端商业
的植入对唐人街造成的文化冲击及对社区居民的负面影响

Kay Anderson（2018）[13] 唐人街的反绅士化运动一定程度上减慢了绅士化速度，但长
远来看却在削弱唐人街的文化特征和种族聚居性

注释：⑥ The Chinese Immigration Act（《华人移民法案》，又称“排华法案”）严格限制了华人移民进入加拿大，使得移民增长速率迅速下降，该法案于1947年废止。在此

期间，由于种族主义政策严苛，相较于城市其他空间的对华人的不平等待遇，唐人街所提供的文化、经济和种族归属作用使得华人迅速在此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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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污名化”现象，甚至使其被描述为需要手

术切除的“城市溃疡”和肮脏、拥挤的贫民

窟。直到1962年公布的新移民标准推行，大量

移民才迁入了一直以来作为唐人街空间延伸

Strathcona社区。

1950s至1960s期间，温哥华市发起了

重建计划以解决所谓的城市“破旧”地区的

问题，又被称作城市空间理性化安排项目⑦。

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反绅士化运动包括阻止了

Strathcona贫民窟清理项目的第三阶段和横

穿唐人街的高速公路建设。

Strathcona贫民窟清理是典型的由政府

主导的城市更新项目，尽管这期间造成大量居

民的流离失所，但政府只对原住民提供少量补

贴（见表4）。Leonard Marsh在其撰写的《重

建邻里：温哥华关键地区贫民窟清理和城市重

建示范项目报告》中提到“购置和清理现有

住房，只会重新修建公寓、排屋和小套房3种类

型作为出租住宅，却没有可供拆迁居民居住的

私人住宅建设计划。在没有征求公众意见的情

况下，市政府冻结居民的房屋维修许可（repair 

permits）并停止对这片区域的日常维护，对每户

只提供6 000—8 000加拿大元的拆迁补偿。事

实上对当地居民而言重新安置新家至少需要

14 000—21 000加拿大元的花费，但即使提供

足够的安家费用，也很难弥补其损失”[22]21。唐人

街反绅士化活动人士陈雪莉回忆：“自1958年以

来，温哥华市不断拒绝居民改善住房质量的申请，

这是因为城市一直秘密推行贫民窟清理计划，尽

管我们从未想过自己是贫民窟的一部分”[23]。

1967年公布的高速公路建设计划，因其

穿过中国传统园林中山公园附近的上海路、

使唐人街的商业核心完全与居住区域分隔，

因此遭到了居民的激烈抵抗。起初抗议范围

只停留在周边居民和商人，后因备受媒体关

注，以建筑师、规划师、大学教授和学生组成

的社会联盟[24]545纷纷加入了此次运动，强调

唐人街的历史文化作用、主张构建多元文化

的温哥华，最终吸引了华人移民共同捍卫华

人利益[25]。

Strathcona贫民窟清理项目的第三阶

段和高速公路项目在1968年停止，政府认识

图3  温哥华唐人街范围示意图

Fig.3  Map of Chinatown in City of Vancouver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唐人街发展历程

Fig.4  Development of Chinatown in City of Vancouver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16]，[17]385，[18]整理。

人口统计项目 唐人街 Strathcona 社区 温哥华市
2016 年总人数 / 人 1 821 12 585 631 486
2016 年原住民比例 /% 4.20 6.70 2.20
2016 年人口密度 /（人 /hm2） 108 33 54

建筑类型 /%

单户独立屋 0.00 5.00 15.00
双户复式屋 2.00 13.00 24.00
公寓（小于 5 层） 24.00 44.00 32.00
公寓（大于等于 5 层） 74.00 38.00 29.00

家庭结构 /%

有孩单户家庭 12.00 17.00 29.00
无孩单户家庭 21.00 16.00 23.00
多户同住家庭 0.00 1.00 3.00
室友同住家庭 6.00 5.00 7.00
单人户 61.00 61.00 38.00

语言能力 /%

英语 91.00 82.00 93.00
中文—粤语 14.00 22.00 16.00
法语 13.00 10.00 10.00
中文—普通话 6.00 9.00 11.00

族裔 /%

白种人 39.54 35.08 45.27
华裔 14.55 22.77 26.50
东南亚裔 3.84 3.81 2.70
菲律宾裔 3.84 0.95 5.78
原住民 5.78 7.87 2.33
黑人 6.04 2.34 1.01
其他 26.41 27.18 16.41

年龄 /%

0—24 岁 11.10 16.80 23.20
25—39 岁 36.40 25.40 28.20
40—59 岁 24.40 29.80 26.80
60 岁以上 28.10 28.00 21.80

表2  温哥华人口特征统计

Tab.2  Demographic statistics of Vancouver

资料来源：加拿大统计局2016年人口普查，https://vancouver.ca/files/cov/chinatown-demographic-profile.pdf。

注释：⑦ 温哥华市重建计划（"rationalization project" in Vancouver）进行了20多年，主要针对唐人街及其所在Strathcona社区的大部分住宅区进行拆除和重建。期间爆发

了多次激烈的反绅士化运动，这些运动让唐人街和Strathcona社区紧密团结起来，深刻影响到地方政治、极大地改变了温哥华市的城市治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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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贫民窟清理项目可能会摧毁该地区的居

住社区，如果脱离华人居住社区，唐人街就不

可能继续存在，自此，唐人街的城市历史文化

遗产地位逐渐受到认可。Lai将阻止城市更新

建设的成功归功于1962年后的华人移民，称

之为“一种受过教育的新型华人移民”[21]125，

这类人群构成了唐人街早期的新中产阶层，

也是这场反绅士化运动的中坚力量。迫于各方

面压力，市政府最终取消了高速公路修建计

划，反绅士化势力取得阶段性胜利，但温哥华

市也成为北美地区唯一没有市区快速路的城

市，对城市交通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尽管

Strathcona社区得到了暂时的保护，但包括唐

人街在内的东端区，其恶劣的居住环境并未改

善，贫穷人口不断集中，时至今日已成为整个

北美地区最为落后的社区之一。

2.2   1980s—1990s：以抵抗文化异化为目

标的反绅士化阶段

随着时间的发展，曾因“中国化”而被污

名化的唐人街，逐步将“中国化”作为文化商

品，力图将这一街区恢复为文化遗产旅游目的

地。1971年，为了响应社会对唐人街的态度转

变，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通过了新的区划（new 

zoning regulations），划定唐人街的商业地区

Pender街和邻近的街区Gastown为省级文化

遗产保护区。新区划将唐人街划分为HA—1

区和HA—1A区并采取分区保护策略，目的是

“承认该地区的民族特质，并确保唐人街的历

史、建筑和文化特征得到保护、恢复和维护”[26]

（见图7）。这一规定严格限制保护区内建筑的

改造开发，即使是产权所有者也没有改造建筑

的权利，对唐人街的持续经济活力造成了极大

的影响。当地商人和投资者声称，这一政策使

唐人街无法随着社会资本而变化，也无法适应

温哥华作为全球城市的新地位，最终“冻结”

了这一地区的发展。

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反绅士化势力明显压

过了绅士化力量。随着大量中国移民的涌入，来

自更高社会阶层的华人移民的首选居住地转变

为温哥华郊区的列治文（Richmond）[22]19，唐

人街几乎吸引不到投资，也不再是华人世界的

中心[24]548。不仅如此，温哥华新区划中规定的

保护区范围严格限制了唐人街的经济发展。区

划（zoning）和再区划（rezoning）制度将土

地交易控制在较小的土地出让规模，使大规模

城市更新项目的数量急剧下降。

另一方面，缓慢进行的绅士化依旧未能

降低投资者对唐人街的商业化热情。唐人街

文化地位的提高更是引起了包括市中心东

端区在内的投资者的投资热情，外国投资者

毫不避讳地提倡“必要的中国化”（essential 

Chineseness），更自豪地宣扬“想看看温哥

华唐人街变成有东方触感的Granville Island

图5  不同收入段人口比例统计图

Fig.5  Proportional statistics of different income 
segments in City of Vancouver

资料来源：加拿大统计局2016年人口普查，https://
vancouver.ca/files/cov/chinatown-demographic-profile.pdf。

图6  不同年龄阶段低收入者比例统计图

Fig.6  Proportional statistics of low-income population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in City of Vancouver

资料来源：加拿大统计局2016年人口普查，https://
vancouver.ca/files/cov/chinatown-demographic-profile.pdf。

反绅士化
阶段 时间 背景 主要目标 主要运动 主要参与主体 结果 影响

以抵抗贫民
窟清理为目
标的反绅士
化阶段

1960s—
1980s

唐人街发展的顶
峰时期，大规模
城市更新项目层
出不穷

反绅士化运动意在阻止以
贫民窟清理为目的的城市
再开发项目，强调唐人街
的文化价值

反对 Strathcona 贫民窟
清 理 项 目（Strathcona 
slum clearance） 第 三
阶段和横穿唐人街的高
速公路建设

早期遭到居民和附近商人
的剧烈抵抗，后吸引建筑
师、规划师、大学教授和学
生，以及华人移民的参与

城市更新速
度减缓

唐人街作为历史文
化遗产逐渐成为社
会共识

以抵抗文化
异化为目标
的反绅士化
阶段

1980s—
1990s

文化遗产保护制
度极大限制了唐
人街的发展

反绅士化现象占据优势，
坚决反对文化异化，强调
严格文物保护标准

制定了全面的历史保护
协定运动

政府部门利用文物保护制度
推动，具有文化信仰的老一
辈华人商人和居民参与

发展逐步
冻结

全面的历史保护协
定 后 来 被 推 翻， 唐
人街进入快速绅士
化时期

以抵抗生活
成本提高为
目标的反绅
士化阶段

1990s 至今
唐人街振兴计划
极大推动了绅士
化进程

意在反对商业绅士化所引
起的房价或租金上涨以及
日常生活消费的物价上涨

反对 105 Keefer 运动
政府利用公租房等调控手
段介入，附近居民和商人
进行小规模反绅士化运动

改造更新计
划几近停滞

社会住房和贫困人
口集中

表3  温哥华唐人街反绅士化的3个阶段

Tab.3  Three stages of anti-gentrification in Chinatown of Vancouver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19-20]，[21]123整理。

阶段划分 时间 影响 政府补贴

第一阶段 1960—1963 年 860 人流离失所，30 英亩（约 12 hm²）
住宅和商业建筑被拆除 无补贴

第二阶段 1963—1965 年 大量贫民窟被拆迁 无补贴
第三阶段 1965—1980s 2 000 多人流离失所 少量拆迁补偿

表4  Strathcona贫民窟清理项目的3个阶段

Tab.4  Three stages of reconstruction plan in Strathcona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17]389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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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街”⑧。这些有悖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产业

形式和建筑风貌（如西班牙式建筑的酒吧等），

极大地激怒了具有乡土情感的华人居民以及

本地商人，认为当前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摧

毁了老一代华人的身份认同[30]159。

20世纪80年代，一场意在放宽文物保护

力度、“解冻社区”和保护传统中国文化的

居民运动在唐人街悄然兴起，最终成功解除

了反绅士化力量的政策掣肘。这场运动的主

要参与者以商人为主，普通居民参与较少，

主要形式以市政厅和商人联盟之间的对话

为主。在大量反绅士化力量与市政厅的交涉

下，终于明确“唐人街的保护对象是居民而

不仅仅是建筑”这一观点，成立了唐人街复

兴委员会⑨作为复兴改造的负责机构。最终

于1994年达成了一项新的政策，取消了全面

的历史保护协定，只保护社区内的特定建筑

物和地区。在之后的数年内，多项重建计划

在唐人街展开，包括唐人街广场、Keefer附

近的购物中心、香港汇丰银行（Hong Kong 

Commercial Banking，HSBC）的新大楼、

中国文化中心的扩建以及大量私人住宅的建

设等[30]160，这些项目使唐人街进入了快速的

绅士化时期。

2.3   1990s至今：以抵抗生活成本提高为目

标的反绅士化阶段

随着温哥华政府陆续推出的多项唐人街

振兴计划，唐人街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⑩。

唐人街已经产生了一批为非本地区消

费者服务的零售商业，包括各种高端精品店

和餐饮店，其目标客群往往是比唐人街传统

居民更富有、更年轻的英语居民。这些独立和

前卫的消费空间得到了博客、社交媒体（如

Yelp、Instagram等）的推荐，成为当地火爆

的“网红商店”[30]172，推动了周边商业的发

展。这个阶段唐人街的反绅士化运动主要关注

焦点在反对商业绅士化所引起的房价或租金

上涨以及日常生活消费的物价上涨。以反对

105 Keefer运动为例：105 Keefer位于唐人街

的核心区[31]，Beedie Living公司提出将其建

设为高端商业综合体的再区划计划，引起了

附近居民的不满（见图8）。在唐人街关注组

（Chinatown Concern Group，CCG）和唐人

街行动组（Chinatown Action Group，CAG）

的交涉下，活动参与者呼吁温哥华市议会驳回

Beedie Living公司的再区划申请，借助社交媒

体的影响，该运动引起了广泛关注。

振兴项目中的高端商场带动了地区的发

展，却难存活长久。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张的

高端商场就不断受到周边治安混乱的骚扰，其

正常营业也受到附近居民的投诉和抗议。居民

认为高端商场抬高了日常消费的物价，更替换

了居民更为熟悉的家庭作坊（mom and pop 

store）[32]210-215。

此外，原本意在改善低收入者生活水平的

公共政策，也极大地阻碍了唐人街的更新和发

展。放宽新建设项目高度限制、提升开发强度

原本是政府通过引进新居民从而实现社区活

化的一项建设策略，却因为引起了原住民对失

去可负担住房的恐慌，迫使政府不得不修建大

量的社会住宅，截至2018年末，温哥华市每年

供应的社会住房达到1 200套[33]。除了直接进

行社会住房供应，政府陆续推出了许多保障低

成本社会住宅建设的政策，包括低成本的SRO

住房（single room occupancy housing）建设、

管控SRO住宅被侵占和替换的单人居所细则

（Single Room Accommodation）[34]。不仅如

此，政府还提出较多减缓绅士化的强制性公共

住房要求，强调开发商建设必须满足20%公共

住房比例，甚至提出“房地产税”（real estate 

windfall tax）及“房屋空置税”（empty home 

tax）[35]多项调控政策。但是持续公共住房的

建设却并没有减少贫困人口的数量，相反，贫

穷人口在唐人街的集中程度越来越高。迄今为

止，包括唐人街在内的市中心东端区已经陷入

恶性循环，即更多的社会住房和更集中的贫困

人口。

3   反绅士化运动特征总结

3.1   横向联盟巩固——广泛的反绅士化参

与者

在温哥华反绅士化运动的过程中，越来越

广泛的参与者加入到此类运动中。相对于由商

业团体和地方政府形成的绅士化力量，反绅士

化力量的参与者更加多元。总的来说，其主要

参与者包括：当地居民和商人、华人市民、知识

精英、政府部门、新闻媒体等。根据这些参与者

各自的参与程度和价值诉求，可分为利益涉入

型参与者、民族涉入型参与者、价值涉入型参

与者及非确定型参与者。

参与者常常会深陷于反绅士化和绅士化

力量的矛盾之中，在不同的情境下其立场也

会发生相应转变。其中以政府为代表的非确

定型参与者表现出最复杂的参与性，这是因

为政府既有推动城市增长的动机，也有稳定

城市稳定职责[36]22。在以新闻媒体和知识精英

为代表的价值涉入型参与者的关注下，政府

逐渐从绅士化力量的推动者转变为反绅士化

力量的参与者，后因为历史文化保护和社会

住房建设，政府成为反绅士化的主要力量。因

此，反绅士化运动的参与者，只是在具体实践

中出现的特定力量，而并非一个完全意义上

的固定结构（见图9）。

图7  唐人街的文化遗产保护范围图
Fig.7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rea in Chinatown 
of Vancouver HA-1 and HA-1A district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7-29]。

图8  Beedie Living公司建设项目选址示意图
Fig.8  Location of Beedie Living's construction 
projec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注释：⑧ Granville Island商业街位于温哥华市格兰威尔岛，原本是工业区，1980s后逐步转型为一个多元文化街区。现有多民族特色的艺术学校、公共集市、艺术家工坊、

餐馆等，成为加拿大境内负有盛名的文化街区。

⑨ 唐人街复兴委员会（Chinatown Historic Area Planning Committee）成立的目的是对唐人街的改造提供建议，该委员会由大量居民组织构成，包含华人文化中心

（Chinese Cultural Center）、唐人街业主协会（Chinatown Properties Owners）等。

⑩1990s唐人街主要规划政策的上位规划包括Downtown Eastside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ject（《市中心东区社区发展计划》）、Downtown Eastside Economic 
Revitalization Plan（《市中心东区经济复苏计划》）、Downtown Eastside Housing Plan（《市中心东区住房计划》）等。专项的振兴计划包括Chinatown Community Plan（《唐

人街邻里计划》）、Chinatown Economic Revitalization Strategy（《唐人街邻里计划》）、Chinatown Economic Revitalization Strategy（《唐人街经济振兴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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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纵向参与加深——反绅士化运动逐渐

由对抗性转为日常性

随着时间推移，反绅士化运动的对抗事件

由大变小、运动频率越来越高。在早期，大型的

城市更新项目才往往引起反绅士化运动，而后

普通商场的入驻甚至是网红餐厅的开张都会

引起居民与开发商之间的冲突。

在早期的地方政治系统内，原住民抵抗绅

士化运动常采取的是一种跨层级和超地点互

动的作用方式，积极寻求精英、知识分子、民族

主义者的帮助。随着这种“横向联盟”方式的

不断完善，纵向的合作深度也不断加强，以唐人

街关注组和唐人街行动组为代表的居民社区组

织不断兴起，许多社区网站和媒体也成为反绅

士化的重要手段[30]173，居民开展反绅士化运动

的成本也越来越低。因而，引发反绅士化运动的

重点事件规模正在不断降低，运动形式由原来

激烈的对抗性转变为日常性活动，参与居民人

口越来越多，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也更加深远。

3.3   灵活的组织机制——社区组织的粘合

作用

在反绅士化过程中，社区组织通过凝聚不

同类型的参与者[37]552，构建出统一的反绅士化

阵线，对不同的利益主体进行协调，最终达成

有效沟通。

在反对Strathcona社区改造过程中，华人

慈善组织（Chinese Benevolent Association，

CBA）主要负责对华人居民的日常援助（包

括经济援助和语言援助）[14]160。在反对高速公

路建设过程中，华人慈善组织多次组织居民的

抗议活动，与温哥华市政厅交涉，并且为流离失

所的居民提供住房补助及其他经济援助。在这

一组织模式成功运用之后，Strathcona业主和

租户协会（Strathcon's Property Owners and 

Tenant Association，SPOTA）也逐步成立，

代表新一代加拿大华人移民来干预城市和联

邦政府的更新计划[21]126。SPOTA除了公开谴

责政府行为、组织居民活动外，多次在市政府

议会上强调唐人街既是文化遗产保护区，也是

独立社区。此外，SPOTA巧妙地利用公共领

域推进其事业，多次邀请政客进社区与居民访

谈，被誉为“居民意愿最合适的传达方式”。

3.4   反绅士化的局限性——联盟的反复性

和运动的局限性

一方面，城市空间的多元使用价值决定了

反绅士化运动具有广泛的人群基础，其中间力

量来自于利益相关者对自身利益的保护行为。

这就使反绅士化运动参与者的参与意愿和价

值追求总是存在隐性分歧，当部分参与者的诉

求达成时，反绅士化联盟的缔结基础将趋于削

弱或瓦解，直到新的情境下反绅士化联盟重新

组建。而绅士化联盟则具有一致的利益诉求，

更容易保持长久稳固的关系。

另一方面，反绅士化运动往往忽略公共利

益，也就造成了反绅士化运动的局限性，即脱

离城市整体利益来谈自身利益，不利于城市的

长远发展。温哥华市剧烈的反绅士化运动已经

在较大范围内压倒了城市发展动力，让包括唐

人街在内的东端区几乎陷入发展停滞的状态，

对于城市整体利益而言是极大的损失。

4   温哥华唐人街反绅士化运动对中国

城市更新的启示

随着温哥华城市更新的不断推进，其绅士

化和反绅士化现象一直处于不断的交锋中，实

践经验不断融入新的规划实践，可以说温哥华

市的城市更新是在不断与这些现象磨合和修

正中进行的。

4.1   政府引领——明确政府的引导和支持

作用

西方国家的经验表明反绅士化运动是新

自由主义时代下的产物，因而这一力量在中国

乍现，需要当局者采取开明的心态和公共力

量的引导协调，以防对城市的长远发展造成

影响。规划师需要同居民、NGO、社会人士进

行广泛沟通，这是实现降低城市矛盾的必要途

径。城市发展过程总是充满曲折的，但不能因

噎废食，在改造初期政府的积极引导和约束更

容易建立一个良性的城市更新机制[37]556，为城

市长远的发展打好基础。

4.2   贫困补偿——加强对低收入者的保护

城市问题的解决最终不可能满足所有人

的需求，规划的意义在于不断实现一种帕累

托演进，在满足多数人利益的同时做好利益

再分配，以保证多数人利益盈余来弥补少数

群体的利益亏损，最终实现统一的发展决策

并且成为人们共同遵守的社会契约。低收入

者是城市更新中的弱势群体，在城市更新过

程中更应当加强对其利益补偿，防止产生过

度的阶层替换。

4.3   社区建设——建立良好的社区组织体系

温哥华唐人街的案例表明，尽管有广泛

的反绅士化力量同盟和深度的合作组织方式，

但反绅士化力量的局限性很难从根本上制约

和协调绅士化力量。社区组织具有既是政策的

执行者，也代表社区利益、组织居民运动与绅

士化力量交锋的二重属性。我国诸多“官民对

立”“恶性对抗”等事件很大程度上都与未能

进行准确协商沟通有关[36]26。因而，社区组织是

政府决策和居民之间的桥梁，也是各方利益的

协调者，完善的社区组织体系对于城市的长久

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

5   小结

城市更新中所有反绅士化现象的出现都

图9  反绅士化联盟组织模式示意图

Fig.9  Organization pattern of anti-gentrification 
allianc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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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与特定的城市更新背景相适应的，其政策都

在不断的修正过程中，具有很强的问题针对性

和阶段性。中国的城市更新尚处于初级阶段，

内城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复杂性、滞后性和地

方性。随着城市空间的快速扩张，国内日益尖

锐的城市更新现象需要我们能够求同存异并

在反绅士化问题上探索具有本土特征的解决

方式。总而言之，积极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的

问题、防止反绅士化现象影响城市未来的发展

是不可或缺的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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